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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“伪书”的定义及判定原则
王 化 平

(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,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)

摘　要:文章分析了历史上以及当今学术界对“伪书”的一般定义和判定原则,认为存在外延过宽的弊

端,并没有考虑到书籍编撰方式、形成和流传过程的一些特殊现象,进而导致在辨伪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相互

矛盾或游移不定的表述.基于近些年来简帛学的发展,尤其是古书体例研究取得的成果,文章提出了一个新

的“伪书”定义,并设定了相关的判定原则.这个新的定义及相关的判定原则应该会减少古书中伪书的数量,

它不仅可用于古文献的辨伪,也适用于现当代文献的辨伪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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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“伪书”本是古籍辨伪的一个基本前提,但经常被人轻视.目前学界关于“伪书”的定义是

相沿成习的,即将题名作者实然与否、书籍内容所反映的时代与题名作者的时代是否相符等作为重

要的参照标准,对此少有人从定义的角度提出异议.事实上,目前的定义既没有考虑到现当代图书

编撰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情况,也不能适用于许多先秦秦汉时期的古书.
有鉴于此,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古今学者认定的“伪书”概念和判定原则,指出其中的不足,然后

结合先秦秦汉古书的体例和当今图书编撰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情况,提出一个既适用于古籍辨伪,也
适用于现当代图书辨伪的新“伪书”定义.

一、辨伪学史上的“伪书”定义及判定原则

在２０世纪之前,极少有人严格定义“伪书”,即便在辨伪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胡应麟、崔述等

人,也不直接讨论“伪书”的定义,乃至今人只能依据他们的辨伪文字去分析背后的“伪书”定义.胡

应麟在汇集其辨伪成绩的«四部正讹»中罗列了２０种“伪书”的情形,从中可以大体看出他界定的

“伪书”概念.这２０种情形是:

　　(１)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;(２)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;(３)有掇古人之事而伪

者;(４)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;(５)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;(６)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;(７)有惮于自

名而伪者;(８)有耻于自名而伪者;(９)有袭取于人而伪者;(１０)有假重于人而伪者;(１１)有恶其

人,伪以祸之者;(１２)有恶其人,伪以诬之者;(１３)有本非伪,人讬之而伪者;(１４)有书本伪,人

补之而益伪者;(１５)有伪而非伪者;(１６)有非伪而实伪者;(１７)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;
(１８)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;(１９)有本无撰人,后人因近似而伪讬者;(２０)有本有撰人,后

人因亡逸而伪题者.[１]１６０Ｇ１６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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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应麟所说的内容其实涉及了作伪动机、作伪手法、伪书形成的原因等多个方面.前１２种的

界定较清晰,第(１３)、(１５)、(１６)、(１９)、(２０)这五种情况则易生歧义,其中(１３)和(１９)、(２０)更有重

叠的地方,其实都是指其书“本非伪书”,因题名作者有伪而被归为“伪书”.也就是说,书的题名作

者是否属实是胡应麟界定伪书的一个重要标准.在列述２０种情形之后,胡应麟说:“右诸伪书外

”此即表明他将含有２０种情形中任意之一的书都视作“伪书”.在他的文字中,“伪书”的概念

是模糊而宽泛的.
清代的崔述同样考辨了许多古籍,由他将«管子»定作“伪撰”[２]３０可以看出,他界定伪书时,同样

会从题名作者是否属实的角度出发.除此之外,他还另有一些标准,比如他将«孔子家语»定作“伪
撰”的理由:

　　«家语»一书本后人所伪撰,其文皆采之于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:如«相鲁篇»采之于«春

秋传»、«史记»,«辨物篇»采之于«春秋传»、«国语»未有一篇无所本者.然取所采之书与

«家语»比而观之,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,辞必浅陋,远不如其本书,甚或失其本来之旨,
其为勦袭显而可按.而世不察,以为孔氏遗书,亦已惑矣![３]２６４Ｇ２６５

崔述依据«家语»文章多与它书雷同或相似,判定它是伪书,这是立足于书籍内容得出的结论.
其背后的逻辑是,如果某书的内容与它书雷同或相似,则它可能是伪书.在辨析«山海经»的真伪

时,崔述则从时代的角度审视书籍的真伪:

　　世传«山海经»为禹与益所撰.余按:书中所载,其事荒唐无稽,其文浅弱不振,盖蒐辑诸子

小说之言以成书者.其尤显然可见者,长沙、零陵、桂阳、诸暨等郡县名,皆秦、汉以后始有之,
其为汉人所撰明甚.甚矣,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![４]１１０

这里关注的不再是内容的文献来源,而是它所包含的时代信息.如果这些信息与书籍所标示

的作者的所处时代不相符,则属伪撰.
综合胡应麟、崔述两人的议论看,他们判定伪书大体有两个角度,一是审察题名作者是否属实,

二是审察书中内容,看它与其它书籍的关系,或所体现的时代信息、思想是否与书籍标识的作者、年
代相符.总体来看,他们虽然没有严格定义“伪书”,但对“伪书”概念的理解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,
其中有合理的成分,也有不合理的成分,比如两人对伪托的认识就有不合理的地方.

胡应麟界定“伪书”的标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,梁启超、张心澂两人对“伪书”的界定和分类就基

本源于胡氏.梁启超认为:“伪书者,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诸古人也.例如现

存之«本草»号称神农作,«素问内经»号称黄帝作,«周礼»号称周公作,«六韬»、«阴符»号称太公作,
«管子»号称管仲作.”[５]１０４Ｇ１０５他又分析作伪有两类,一类是有意作伪,一类是无意作伪.有意作伪者

又分托古、邀赏、争胜、炫名、诬善、掠美几种,无意作伪则分“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误题”、“因书中多述

某人行事或言论而得名”、“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题”、“本有主名,不察而妄题”[６]５０１７Ｇ５０２１等多种情况.
显而易见,书籍的题名作者如果不属实,就算书籍内容渊源有自,梁启超同样会考定它是伪书.

张心澂的«伪书通考»将“伪书之来历”分为九种,由此可以看出他对“伪书”定义的理解和运用:

　　(１)讬古人之名;(２)蹈古书之名;(３)傅古人之名;(４)掇古人之事;(５)挟古人之文;(６)窃

取成作;(７)无撰人而伪讬;(８)亡撰人而伪题(９)误认撰人.[７]２Ｇ３

既是谈“伪书之来历”,那么但凡有上述九种情形之一者皆当作“伪书”看.事实上,其中的(１)、
(３)、(５)、(８)、(９)五种情形,仍落入以今论古的窠臼.像“误认撰人”这种情况,本非书籍本身的弊

病,而是后人整理留下的问题,怎么能定作伪书? 其实,张心澂是知道不能以后世通例去规律先秦

古书的,他说:“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,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,其过多在作伪者;战国及战国

以前之伪书,又由于读书者之误会,其过或在于读者,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.”[７]１８这个认识本来很有

道理,但他在“例言”中却说:“凡一书之全部分或一部分为伪造及发生伪造之疑问者,均列入.”“凡
书本非伪,因误认撰人及时代,照所误认之撰人及时代论,即成伪书者,故亦列入.”[８]１即是误认,又



何以据误认之事为罪由,定其为“伪书”.所以,张心澂所用的“伪书”概念同样给人虚实难辨、摇摆

不定的感觉.
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学者中,罗根泽是直接论及到“伪书”定义的少数学者之一,他认为“中

国古书里边有许多挂名某人而不是某人的著作,诸书皆然,子书尤甚,无以称之,称之曰‘伪书’.称

之曰‘伪书’者,只是表明它不出于挂名的某人之手,并没有鄙弃它的本身的价值的意思”[９]２２.虽已

感到约定俗成的“伪书”定义未必适合于一些古书,但苦于“无以称之”,只好勉强称之为“伪书”,这
是何等的草率!

与罗根泽不同的是,偏处成都,远离学术中心的刘咸炘却提出了新的“伪书”定义及相关的判定

原则:“伪者,不真之称.伪书者,前人有此书而已亡,或本无此书,后人以意造伪书而冒其名,实非

其人之作也,苟于此例有不具,则不在伪书之科.”[１０]１７４２所谓“以意造伪书而冒其名”,强调的是有据

可查的作伪动机.刘咸炘认为:

　　此所论约为缀古事、挟古文、傅古人名、蹈古书名四例,是其体别也.惮自名、耻自名、假

重、祸之、诬之五例,是其意别也.意又有二,胡氏未举.一曰求利,如隋刘炫伪造«连山»、«鲁

史»,以应当时之购求(«北史»)是也.一曰济私,如汉儒造谶窜于纬中,以为当时之符命;王肃

因攻郑康成,遂窜乱«家语»,以助其自立之说是也.[１０]１７４１

如果运用刘咸炘的概念,则«管子»、«晏子春秋»这类子书都不是伪书,因为无法确定作伪者,更
难考作伪动机.刘咸炘的定义比约定俗成的“伪书”概念要严格一点,也对考辨古书的真伪提出了

可以切实操作的要求,那就是尽可能地谨慎,尽可能地寻找出作伪动机.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

“伪书”定义,刘咸炘还列出了六类“非伪而疑于伪,昔皆误以为伪”的作品:“事之乖谬”、“文有附

益”、“传述”、“依讬”、“补阙”、“讬古”[１０]１７４２Ｇ１７４４,这六类都不宜一律定为伪书.按照刘咸炘的定义和

分析,伪书的范围被缩小了不少,较之罗根泽等人的定义更加合理.“伪之名愈滥,而伪之义愈迷,
是则凡所不取,悉归之伪可矣,复何辨乎?”[１０]１７４５刘咸炘此论对当时的辨伪之风可谓一针见血.

但刘咸炘的定义影响范围非常有限,这可从近二三十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和教材中的“伪书”
定义看出来.

著名的辨伪学者郑良树对“伪书”的定义是:“所谓伪,是指其传闻者和它确实的作者、成书时代

相乖,甚至有附益的篇章和文字.”[１１]１这个定义与前人相比并无变化,同样将作者等因素列为重要

的考辨对象.此外,他还明确提到了“附益的篇章和文字”,这即是梁启超、张心澂所说的“一部分纯

属后人的伪作”.
近些年来,但凡国内出版的“古典文献学”、“历史文献学”的专著和教材,通常会有关于“辨伪”

的章节,从这些资料中也不难看出学界对“伪书”的定义.例如张三夕对“伪书”的定义是:

　　伪书就是那些作者不真、年代不实及内容假造的古典文献.
所谓“作者不真”.即在书名项、作者项、序跋等文献形态上明确标明的作者姓名是不真实

的.所谓“年代不实”,即在文献形态上明确体现出的文献产生的年代是不真实的.一个特定

的历史(或传说)人物的姓名本身就具有年代内涵,所以“作者不真”的伪书也大都(只有少数个

别)体现着“年代不实”.所谓“内容假造”,即在具有特定作者、年代的图书文献中加入某些非

故有或应有的内容,或借助某些故有图书文献(大都是亡佚的古籍文献)的名称而编造新的内

容.[１２]１８４

所谓的“内容假造”,应该包括学者们常常提及的“附益”.“附益”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屡见不

鲜,当时的人也未必视之为伪.被指“疑古过勇”的顾颉刚也曾认为这种情况不宜视为“伪书”:“如
«素问»、«本草»、«山海经»、«周髀算经»、«易传»、«三礼»、«难经»、«星经»,虽有伪附,又不能定其著

书之人,然终不当与虚造者等视.”[１３]９谢玉杰、王继光主编«中国历史文献学»是这样定义“伪书”的:

　　所谓“伪书”是指有些古书虽然署有作者之名,但是却根本不是此书的真正作者,而是他人



冒名伪造的古代文献;也可以说,凡作者姓名或著作年代不可靠的古代文献,均可称之为伪

书.[１４]３００

以上定义中没有提到“附益”.赵振铎«古代文献知识»中的“伪书”定义是:

　　有的古书虽然署有作者,但并不是这部书的真正作者,一般把这类著作称为伪书.例如现

在看到的«周礼»,相传是周公所作.其实周公作的«周礼»,早已佚亡,先秦古籍中还可以看到

少许片段.今天看到的这部«周礼»,并不是周公作的,它是晚出的一部伪书.[１５]１７８

赵振铎的定义同样没有论及“附益”,只论作者之真伪.张家璠对“伪书”的定义同样是围绕作

者问题:

　　在我国古代特别是魏晋以前的古籍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隐匿本名而托名前人的作品,
如«山海经»旧题夏禹或伯益作,«六韬»旧题吕尚作.事实上,并非这些古人真有其书传世,而

是后人假托他们的名字制作出来的;至于这些作品的原作者究竟是谁,现在已经无从考求.另

有一些古书,如现存的«古文尚书»及«列子»、«孔子家语»等,则是原有其书而后来亡佚,后人假

托原书之名 伪 造 出 一 部 同 名 的 新 书.诸 如 此 类 的 古 代 文 献,在 传 统 文 献 学 上 被 称 为“伪

书”.[１６]２０５Ｇ２０６

除给出上述定义之外,张家璠还补充道:“不过辨伪的范围,也不仅限于全伪的书,还包括各种

真书中的许多‘伪材料’在内,这些伪材料有的是完整的篇章,有的是零散的片段或语句.”[１６]２０８上述

四部著作对“伪书”定义尽管略微有些差异,但基本上沿用了约定俗成的看法.这样做的益处是与

传统文献学的一般看法保持了一致,使读者阅读以往的辨伪作品时不至于茫然无所从.但也有弊

端,那就是没有反映出近些年来简帛学对辨伪学的影响.

二、简帛学背景下的“伪书”定义及判定原则

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,随着辨伪方法的愈来愈精,尤其是一批又一批简帛古书的出土,一些此前

被疑为伪书的古书既有因新出材料被考证并非伪书的,也有因新材料或新方法被证明确系伪书的,
还有一些此前被认为较晚成书的古书逐渐被证明实际并不晚.简而言之,对辨伪学及疑古思潮的

反思一时成为学界焦点,人们对辨伪的态度渐趋理性、平和.李学勤基于简帛古书的研究,尤其是

体例的归纳,提出:“对古书形成和流传的新认识,使我们知道,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‘真’、
‘伪’二字来判断.”[１７]２７１换而言之,随着人们对古书认识的深入,已经发现很多古书的情况远比以前

的估计要复杂,文献辨伪的难度显然是在增大.
而李零更对一些概念提出“反问”:

　　“真伪”的概念是对“著作权”而言.“著作权”的概念一乱,“真伪”的概念也势必大乱.比

如“题名作者”早而内容晚叫不叫“伪”,书的一部分早一部分晚叫不叫“伪”,依托叫不叫“伪”,
恐怕都得重新考虑.[１８]１９８

依据传统的“伪书”定义或判定原则,李零所说三类古书都应属“伪书”.但事实上,大多数学者

在研究中并不将它们全都视作“伪书”.也就是说,依据概念做出的认定和事实上的认定是存在一

些矛盾的.比如«管子»、«晏子春秋»这类先秦子书,依传统概念当然是“伪书”,但事实上大多数学

者并不认为它们是伪书.为了消弭这样的矛盾现象,显然有必要调整传统的“伪书”概念.而调整

的关键则是如何将“伪托”、“附益”等古书中的特殊现象,以及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的一些特殊的撰述

形式体现在概念当中.
首先说“伪托”.书籍中的“伪托”在先秦秦汉时期本是极其常见的,是古人撰述的一种手法,当

时人也不以造伪视之,如«孟子»载孟子批评许行等人,不指其造伪,仅驳斥其学理之非.«汉书艺

文志»屡言“依讬”,如«文子»九篇,班固 云:“老 子 弟 子,与 孔 子 并 时,而 称 周 平 王,似 依 讬 者

也.”[１９]１７２９«力牧»二十二篇,班固云:“六国时所作,讬之力牧.”[１９]１７３１«神农»二十篇,班固云:“六国



时,诸子疾时怠于农业,道耕农事,讬之神农.”[１９]１７４２«伊尹说»二十七篇,班固云:“其语浅薄,似依讬

也.”伪托是一种借某人(常常是古圣先贤)之名以吐己之见解的撰述形式,从上引胡应麟、崔述的文

字看,他们显然将这种情形视作伪迹.而班固指出«力牧»等书远托古圣的同时,又说明是诸子、六
国时人所作,既斥其伪迹,又许其用心良苦,这比胡应麟、崔述等将这类书直接说成“伪书”要客观得

多.对于伪托,刘咸炘所辨最为恰当:“己意不自抒而讬古人以言之,岂惟本无此书,抑且本无此说,
此亦无所逃于作伪之罪矣.然自说不嫌造说,借名非同冒名.此而为伪,则盗趾为庄周之失主

矣.”[１０]１７４４这就是说伪托虽有不实之处,但这是古人撰书的一种方法,与后来人冒名造作文献以获

私利是不同的,所以不宜定之为伪.
再说“附益”.所谓“附益”是指古书在编撰之初或流传过程中增加了并非题名作者撰写的内

容,这类内容传统上往往被视作“伪”,进而导致全书被归入“伪书”.余嘉锡«古书通例»有“辨附益

第四”,对此辩之甚明[２０]２５９Ｇ２６７.在李学勤总结的“古书产生和流传过程中的”十种情况中,“后人增

广”、“后人修改”、“经过重编”都与“附益”相关[１７]２６８Ｇ２７０.古书的成书过程有时较长,在流传过程中又

经改编,尤其是一些记载实际“技术”类的书籍,如古医书、术数书、兵书等.古代的文化和科技同样

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,前代的知识传到后代,被总结、更新都是极其自然的,这类现象反映到书籍

中,就是书籍的改编,当然也包括内容上的“附益”.以今日眼光看,古人的这种改编是基于“古籍整

理”的一种图书编纂行为,只不过当时的整理标准和原则不同于今日.而就今日所见先秦古书来

说,多经历过汉人的整理,汉人的整理又是在“焚书坑儒”造成的篇籍散乱之背景下进行,这给整理

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.以«礼记缁衣»与郭店楚简的«淄衣»对读,就会发现章序、内容上多有不

同,«礼记缁衣»中部分内容在楚简中根本没有.以«礼记孔子闲居»与上博楚简«民之父母»对
读,互有出入的内容就更多.因此,古书中的“附益”既与古人不同于今人的编撰方法相关,也与古

人整理古书时的客观困境相关,这种背景下整理出来的古书虽然会有许多与其所题称的时代不相

符的内容,但都不能说是“伪书”.
与“附益”相类的还有“补缀”,这也是古人整理图书的一种做法,是在整理图书时将缺失的章节

或内容补写进去.比如«史记»在西汉时就已经有残缺,于是有褚少孙等人的“补缀”.这些内容虽

然不能归于司马迁名下,但根据这一部分伪的内容而说«史记»是“伪书”未免令一般读者迷惑不解.
除“伪托”和“附益”外,古代编纂图书还有一种前人论述不多,但却至今仍然存在的现象,即集

体编纂或代撰.比如«论语»、«吕氏春秋»和«淮南子»都属此类.在实际的辨伪工作中,虽然少见人

因作者问题而怀疑以上三书的真伪,但从传统的“伪书”概念来说,它们显然是够称“伪书”的.而在

现代社会,除了集体编纂外,还可由学生、秘书,或某一机构、团队代笔,经“署名作者”修改同意之后

发表,这一类作品在社会名流、影视明星、政治领导人当中较多见,也不能算是“伪书”.
若按传统的“伪书”概念,以上情况因在作者、时间或内容的真实性上存疑,所以都可算做“伪

迹”,一部作品只要有其一种,则是“伪书”.如此一来,就有了“余读秦、汉诸古书,核其伪几十七

焉”[１]１９５这样的评论.今人辨伪虽然不再偏激,但由于沿用前人概念,有些议论难免令人困惑,比如

“中国古代伪书,包括一切有作伪疑问的,合计起来不过一千几百种,而我国古籍现存约十万种,伪
书仅占其中的百分之一、二.在这些伪书中,有一部分已经散佚,还有相当一部分只是部分伪或名

伪而实不伪,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伪书仅占几百种.”[２１]１什么是“名伪而实不伪”,什么是“真正严格意

义上的伪书”? 造成这样的困惑正在于概念的不清晰、不稳定.
传统的“伪书”概念重在作者、时代和内容的真实性,从“真”、“伪”相对这个角度来看并不错误,

它的内涵是准确的.但在实际的辨伪过程中,传统的概念常常显露出其外延的不准确性,原因就是

没有对一些特殊情况做出界定.有鉴于此,笔者尝试提出新的界定:凡在作者、成书时间或内容方

面存在不真实的情况,且不真实性并非由于特殊的编纂方式、成书或流传过程中的改编、整理造成,
则此书可以认定为伪书.依据这个概念的界定,认定一部书的真伪时,必须掌握以下原则:



１对作品的作者、成书时间和内容的真实性做细致分析.

２分析书籍的编撰方式及其体裁,确认是否有伪托、集体编纂等情况.

３追溯书籍的成书和流传过程,梳理不同版本间的关系,尽可能地考证存疑内容的来源.

４考证作伪动机.虽然对时代较早的文献而言很难,甚至不可能实现这一点,但就文献辨伪

工作来说,作伪动机的考证是极其关键的环节.

三、重新界定“伪书”的意义

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,一个概念必须要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.内涵的不准确会导致根本性质

的混乱,外延的不准确则使概念的指向过窄或过宽.传统的“伪书”概念界定了内涵,即与真实性不

符.还指出了概念的外延:作者、时代或内容的不真实.但是,这个外延显然是过宽的,比如它没有

考虑到历史上的特殊编撰形式,以及内容有部分伪作如何界定等问题.而笔者提出的新定义从“不
真实性”产生的原因角度入手,对“伪书”的外延做了更严格的界定,使其范围缩小.在缩小外延的

同时,新的定义还对文献辨伪的方法、范围做了适度的表述,使概念对实际工作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.
从文献辨伪的方法来说,传统“伪书”概念由于强调作者、时代和内容的真实性,因此考证者常

常通过目录书的载录、文献中有时代特征的字词章句、文献的称引、时代背景等途径寻找文献中的

“伪迹”.而新的定义则强调考证工作不仅要寻找“伪迹”,还需要解释造成这些“伪迹”的原因,而不

是一旦有“伪迹”就做出是“伪书”的结论.
由于要解释“伪迹”形成的原因,所以文献辨伪的范围被扩大,从作者、时代和内容真实性的考

证扩大到编撰方式、书籍体裁、成书及流传过程的考证.从这个角度来说,新定义传达出的信息使

辨伪者很难对很多先秦的古文献下“真”、“伪”这种非此即彼的结论,这就使许多作者、时代成疑的

先秦书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研究,而不会因为“伪书”的标签而被人忽视.
以此前一直被认为是伪书的«孔子家语»为例,以前的辨伪重点是书中的哪些内容出现在«礼

记»、«大戴礼记»、«说苑»等书籍中,并有哪些不同,篇卷数目的变化等问题.而现在则不仅要关注

这些问题,还要从«孔子家语»的编撰方式、体裁、成书和流传等角度来审视.审视之后会发现«孔子

家语»是一部汇编性质的书,材料来源复杂,两汉时代有利用旧材料编撰成书的做法,«孔子家语»或
许只是其中一种而已,它的某些内容确有时代较晚的可能,但很难说全书皆伪.«孔子家语»与«礼
记»、«大戴礼记»、«说苑»这些书籍的关系,有点类似于秦汉简帛中各种被整理者命名为«日书»的文

献之间的关系(这些文献被整理者题为«日书»很大原因是它们与睡虎地秦简«日书»性质类似,都是

以择日为主的术数文献,且在内容上互有重复),乃是不同的“编者”利用相似的材料组织而成的书

籍,编者主观意图、水平各有不同,整理出的书籍就会产生差异.如果再加上流传过程中的散佚、再
度整理,则差异会更大.

再以«文子»来说,宋以来便有洪迈、晁公武等人认为它是伪书.１９７３年,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竹

简中有«文子»残简,这使伪书之论再无人相信.但是,人们仍然不能否认今本«文子»中有许多后出

的思想内容.葛刚岩、张丰乾等学者经过深入考辨,认为竹简«文子»可证今本«文子»渊源有自,但
后者在流传过程中有散佚、增删,今本«文子»的很多内容抄自«淮南子»,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与竹简

«文子»相去甚远[２２Ｇ２３].«文子»的例子说明,对很多先秦古书来说,梳理其成书、流传过程远较简单

的真伪判断重要.像«文子»这样的古书还有一些,比如«鹖冠子»、«列子»、«慎子»、«六韬»等,他们

都是知名度不高,而长期被认为是伪书的古书,它们的成书和流传过程可能都是非常复杂的,这又

使它们的内容在时代性上也很复杂,不能以“真”、“伪”简单论之.
对现当代文献的辨伪来说,新定义也是很合适的,因为它既指出了考证的具体对象和角度,也

考虑到了形式多样的撰述方式.
总之,传统的“伪书”定义在外延上过宽,没有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.新的定义考虑了这些特殊



情况,使定义的外延更加准确.依据这个定义,中国古文献中的“伪书”在数量上会减少很多,这可

以减少普通民众的一些迷惑,促使人们更深入地阅读、研究和利用古文献.本文重新定义“伪书”的
目的是希望更好地考察辨伪学史,指出辨伪所需要注意的问题,并将近年以来简帛学的研究成果反

映到“伪书”的概念当中,而不是通过定义直接对具体的古籍做出真伪判定.
本文曾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３５届年会上提交讨论,承蒙刘重来、郭康松等先生赐教,并提

出修改意见.在此谨表谢意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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